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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譚延闓與駐粵湘軍
———湘系力量如何匯入南方革命陣營*

李在全

[提　 要] 　 1920 年代上半期,湖南是南北競逐中的“搖擺”省份,其向背直接影響全國政局走向。

在孫中山支持下,廣東革命政權中的湘籍要員譚延闓於 1923 年 7 月重返湖南,與傾向北方的趙恒惕

爭奪湘政,雖然未達目的,卻成功從湖南分離出來一支三萬餘人的武裝力量。 該軍進入廣東後,形

成“駐粵湘軍”,參與諸多軍事行動,既深刻改變了粵省軍政格局,也使這支部隊自身經歷了重大改

造。 駐粵湘軍在困境中人數銳減,後在廣東軍政統一進程中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 在蘇俄

與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國民黨中央向該軍派遣大批政治工作幹部,意在將其改造為“革命軍隊”,成

效顯著,但該軍總體上仍保留著濃厚的湖南地域色彩。 不管如何,這支來自湖南的軍事力量,幾經

改編與改造,最終匯入南方革命陣營,既助推了廣東革命政權的迅速崛起,也成為 1926 年廣東出師

北伐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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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 7 月,廣東革命政府發動北伐戰爭,迅速攻佔兩湖,未及半年,其控制區域即從珠江流

域擴展至長江流域。 同年底,廣東革命政府遷都武漢,後因國民黨內部紛爭,引發寧漢對峙。 1927

下半年寧漢合流,南京國民政府進行“二期北伐”,於 1928 年推翻北洋政權,建立起國民黨在全國

範圍的統治。 1926 年至 1928 年間的這場南北易勢和政權鼎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軍政巨變,影響

深遠。 從 1923 年初孫中山第三次開府廣州,到 1926 年出師北伐,廣東革命政府在短短三年內迅速

崛起,凝聚足以改變全國政局的力量,其原因何在?
除了蘇俄、共產國際的支持以及國共合作等人們所熟知的因素之外,尚有一個較少為人關注的

重要方面,即來自廣東以外各方力量的匯入。 在這一時期,廣東(至少在形式上)曾駐有十三個省

份的軍隊。①外省力量,特別是軍事力量的匯入,是該時期廣東軍政格局的一個顯著特徵。 其中,譚
延闓率領的駐粵湘軍就是一支重要力量,值得專門考察。 近年來,隨著《譚延闓日記》的整理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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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譚延闓逐漸成為近代史研究的熱點人物之一,相關成果不斷湧現。②關於譚延闓所部湘軍,學界

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③囿於當時條件所限,尚未利用《譚延闓日記》、《來到東方:加倫與中國革命

史料新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等關鍵史料,因此仍有進一步探討和深化的空間。

一、譚延闓加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革命陣營

譚延闓(1880~1930),字祖庵(又作組庵、組安),號無畏、切齋,湖南茶陵人,出身官宦之家,其
父譚鍾麟官至陝甘總督、工部尚書、閩浙總督、兩廣總督等要職。 清光緒三十年(1904),譚延闓中

進士,後任長沙中路師範學堂監督及湖南省教育會長,開湖南私立師範教育之先河。 宣統元年

(1909)出任湖南省諮議局議長,發起組織憲友會,成為清末立憲運動領袖人物之一。 1911 年辛亥

革命爆發後,在變亂的湖南政局中,譚延闓出任湖南都督。 北洋時期,他三次出任湖南督軍,在湘省

積累了深厚的人脈資源與政治資本。 1923 年 2 月後,譚延闓追隨孫中山南下廣東,被任命為大元

帥府大本營內政部長、建設部長。 其時湖南內部紛爭激化,同年 7 月孫中山委其為湖南省長兼湘軍

總司令,進駐湘南,擁護譚氏的湘軍將領紛紛聚集麾下,初步形成譚部湘軍,與傾向北方的湖南軍閥

趙恒惕爭奪湘政,譚、趙戰爭爆發。 不久因陳炯明進攻廣州,孫中山急命譚延闓率部南下援粵,譚部

湘軍進入廣東後正式組建為駐粵湘軍,參與廣東諸多軍事行動。 憑藉所部湘軍,譚延闓在廣東革命

政權中地位日隆,1924 年 1 月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9 月任建國湘軍總司令,11 月孫

中山北上後,譚出任北伐聯軍總司令主持北伐事務,不久兵敗贛南,北伐未果。 1926 年 1 月,在國

民黨二大上當選中央常務委員,旋代理政治委員會主席。 1928 年 2 月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10 月

轉任行政院長,1930 年 9 月病逝於南京。
作為清末立憲派首領之一,譚延闓本與孫中山素無淵源,但在民國初年的動盪時局中,兩人漸

有交集。 1912 年民國建立後,在孫中山、黃興等支持下,宋教仁聯合小黨派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

黨,廣納各方人士以擴大黨勢,希冀通過選舉造成國會第一大黨而謀取政權。 其間,經宋教仁、黃興

等湘籍人士運作,時任湖南都督的譚延闓加入國民黨,並被推舉為湖南支部長。 此乃譚氏與革命黨

人的初步接觸,但雙方並未真正攜手。 1913 年 3 月宋教仁遇刺身亡,袁世凱集團與革命黨矛盾激

化,7 月“二次革命”爆發,譚延闓持觀望態度,未與革命黨人合作。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於
10 月免去譚延闓湘督職務。 此後譚閒居青島、上海等地,與胡漢民等人交往較密,得以結識孫

中山。
1916 年 6 月袁世凱病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國務總理段祺瑞掌控實權。 8 月,譚延闓第二次

出任湘督。 隨後府院之爭導致 1917 年 7 月張勳復辟,譚延闓因在府院之爭中傾向黎元洪,加之湖

南為南北競逐的關鍵省份,8 月段祺瑞免去其湘督職,由皖系將領傅良佐接任,譚氏再度離湘赴滬。
此時孫中山正領導護法運動,譚延闓為重返湖南,於 1918 年 4 月離滬南下兩廣尋求支持,12、13 日

在廣州與孫中山會面,“談甚久”。 譚氏雖覺孫主張“亦有見地”,④但雙方缺乏深入了解與共識,尚
無合作基礎。 此時孫中山在護法政權內部處境艱難,譚延闓旋即離粵轉赴廣西,尋求桂系陸榮廷支

持。 在陸榮廷支持下,1920 年上半年譚延闓在湖南驅逐張敬堯,7 月第三次出任湘督,宣佈“聯省

自治”,試圖以地方自治為旗號,使湖南超然於南北紛爭之外。 同年孫中山討伐桂系時,因譚延闓

與桂系關係密切,孫、譚之間頗有矛盾。 譚氏第三次督湘期間,湖南內外矛盾交織,加之部屬趙恒惕

的壓迫,1920 年底譚被迫離湘,再度閒居滬上。 1922 年 6 月陳炯明發動兵變,孫中山被迫離粵赴

滬,陷入苦悶並進行新的探索。 政局波動與時代氛圍轉變,使得孫、譚這兩位政治上失意的人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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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逐漸走到了一起。
1922 年至 1923 年《譚延闓日記》顯示,此期間他與各方保持密切聯繫,密使往來頻繁,與孫中

山的交往尤為頻密,思想理念亦日益接近。 1923 年 1 月 13 日,譚延闓往訪孫中山,遇張繼、廖仲愷

等人,“入見中山,談久之”。⑤他逐漸放棄此前聯省自治的建國理念,轉而與孫中山接近。 近代湘籍

名士石醉六長期為譚氏智囊,此時亦在上海,與譚往來密切。 石氏後來憶述:“(1920)十月我攜同

家族安住上海,直到十二年二月,與譚延闓、岳森、呂苾籌等幾無日不相見。 譚的政治生活在這一期

間轉變了方向”,1922 年 8 月“孫(中山)被陳炯明危迫來到上海,孫、譚從此沆瀣一氣,與聯省自治

派脫去糾纏”。⑥譚延闓對湖南政局動向極為關注,與湘籍將領趙恒惕、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陳
嘉祐等均函電交馳,密切聯繫。 即使反對譚氏的趙恒惕晚年亦承認:“譚公之性格極圓融沖和,待
人親切而周到。”⑦這一時期湘西矛盾日劇,譚延闓在日記中記述:1923 年 1 月 3 日,湘籍要員陳嘉

祐等人來訪,“言赴湘西事”;14 日,客來“言湘中事”;21 日,陳嘉祐、張輝瓚、朱劍帆等人來訪,“談
湘中近事”。⑧不僅譚延闓關注湘政,湖南不少軍政要角也惦念著他,“從湘軍內部情況看,譚延闓雖

已遠走上海作寓公,並未忘情於湖南,譚派勢力仍然不小,都希望老上司捲土重來”⑨。
1922 年 6 月陳炯明兵變後,孫中山於 8 月被迫離粵赴滬,但他一直聯絡各方,特別是楊希閔滇

軍和劉震寰桂軍,準備奪回廣州。 1923 年初此計劃成為現實。 2 月,孫中山回粵重新組建政權,邀
請譚延闓同行。 2 月 12 日,譚延闓在日記中記載:“詣孫(中山),訪石(醉六)、張(輝瓚),決行”,
“詣中山,已決於後日往粵,同舟往,細思亦不能不行,遂許諾出,過(石)醉六,久談,復至厚福里與

石侯(張輝瓚)及姜、周諸人談,偕張石侯還家,護芳(陳嘉祐)亦至,因同飯,呂滿、廩丞來,以中山所

交二萬元相付,即與陳、張諸人共處分之”。 當然,譚延闓離滬赴粵也有生活方面的原因。 因長期

閒居滬上,經濟來源頗為拮据,1923 年 1 月 7 日譚氏記述:“近日頗有來詢吾潤格者,賣字之心油然

而生,近來囊底已空,不能不計及此矣。”2 月 15 日舊曆除夕,譚延闓由滬南下廣州,此後日記譚氏

自謂為“南征日記”。⑩不可否認,孫中山邀請譚延闓同赴廣州亦有其自身考量:“孫先生以譚曾三次

主持湖南軍政,雖然新近為趙恒惕所扼,但他在湖南的舊部不少,潛力很大,利用譚之東山再起,或
可收打通北伐通道的效果,乃攜譚赴廣州。”􀃊􀁉􀁓

1923 年 3 月 2 日,孫中山在廣州組建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自任大元帥,統率各軍,並委任譚

延闓為內政部長。􀃊􀁉􀁔對於處在戰爭狀態中的廣州大本營而言,內政部實為虛名機構,無甚權力。 3 月

10 日譚延闓記述:“吾於內政部本謂僅擁虛名,今乃被促,不能從事組織,又多一麻煩也。”􀃊􀁉􀁕在內政

部長任上不及兩月,5 月譚延闓改任建設部長。􀃊􀁉􀁖5 月 28 日,譚前往建設部就職,該部辦公場所就是

一個大廳,“往至財政廳側一大廳,所謂建設部也”。􀃊􀁉􀁗無論內政部長還是建設部長,對譚延闓而言皆

屬掛名,他心中所念始終是湖南政局。

二、譚、趙戰爭與駐粵湘軍的形成

1923 年湖南政局變動劇烈,首先從湘西引發。 湘西政局的變化,與陳嘉祐、蔡鉅猷等湘省軍政

要角密切相關。 陳嘉祐,字護芳,湖南湘陰人,其父陳炳煥(號樹藩)長期在譚延闓部擔任要職。 陳

嘉祐早年就讀於長沙明德中學,在此期間認識了在該校任教的黃興。 後赴日本留學,經黃興介紹得

識孫中山,並加入同盟會。 陳隨後入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 辛亥革命前回國,一度在湖北任標

統,旋即回湖南軍中任職。 因其父與譚延闓的特殊關係,在譚三次督湘期間,陳嘉祐均在譚部擔任

軍職,“他(陳嘉祐)的前段道路,也就隨著譚的三起三落而坎坷不平”。 陳是擁譚派的中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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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譚延闓第三次督湘,不久被部屬趙恒惕逼迫離湘,趙遂主政湖南。 陳作為譚之舊部,“素為

趙所嫉視,此時陳、趙間的嫌隙更深了”。 1921 年冬,孫中山派湘籍要員周震麟為湖南勞軍使,留駐

郴縣聯絡陳嘉祐,陳自此暗中接受廣東政府指揮,“趙察知其事,對陳更加懷恨,必欲去之而甘心”。
1922 年 5 月,孫中山任命陳嘉祐為“討賊軍湘軍第一路司令”。􀃊􀁉􀁘在與趙恒惕的較量中,陳嘉祐處於

劣勢,軍隊損失頗大,餘部避往湘西,陳本人則離湘赴滬,與譚延闓會合。􀃊􀁉􀁙

攪動湘西政局的另一位要角是蔡鉅猷,字鑄人,湖南益陽人。 早年入湖南武備學堂就讀,畢業

後進入湖南新軍任職,先後參加辛亥革命長沙起義、1915 年反袁護國戰爭、1917 年護法戰爭等,在
連年戰亂與動盪的湖南政局中,其勢力逐漸壯大。 到 1920 年前後,蔡鉅猷已據有沅陵、瀘溪、辰溪

等縣,擁兵 25 營,深得譚延闓倚重,擔任沅陵鎮守使,掌控湘西實權。􀃊􀁉􀁚

從 1915 年護國戰爭以來,湘西在湖南軍政格局中便具有較高的獨立性,與湖南當局維持著半

獨立狀態。 同時,湘西的鴉片貿易與稅收,引發各方爭奪。 湘軍將領方鼎英晚年曾直言:湘西乃

“烏金”之地,不僅雲貴等省的鴉片煙土多經湘西轉運漢口,且湘西各縣自種鴉片者亦為數不少,各
方權勢人物“睹此禁臠,莫不垂涎欲滴”。 北洋時期由爭奪湘西而引起的多次戰爭,“表面上雙方都

說得振振有詞,實際上是因鴉片問題引起的,也可以名之為‘鴉片之戰’”。􀃊􀁉􀁛另一位湘軍將領戴岳也

認為:“趙恒惕與蔡鉅猷之戰,不管雙方有什麼藉口,實質上是一場爭奪鴉片煙稅的戰爭。”􀃊􀁊􀁒趙恒惕

控制湘政後,自然力圖掌控湘西,遂與盤踞該地的蔡鉅猷等人矛盾日劇。 因此,湘西成為挑戰趙恒

惕、引發湘政變動的肇端之地。
1923 年 2 月,孫中山偕譚延闓由滬抵粵,重組政權。 在此前後,陳嘉祐亦赴湘西活動,聯絡沅

陵鎮守使蔡鉅猷,密謀起兵反趙。 5、6 月間,蔡鉅猷以換防為名,提兵向安化、益陽推進。 趙恒惕隨

即下令裁撤沅陵鎮守使一職,調任蔡為湖南省講武堂總辦,其所部兩個旅改歸湖南陸軍第一、二兩

師節制。 趙恒惕撤免蔡鉅猷的舉措,各方為之震動。 衡陽鎮守使謝國光、武岡鎮守使吳劍學、湖南

陸軍第一師師長宋鶴庚及第二師師長魯滌平等,均有唇亡齒寒之憂,認為昨日討伐陳嘉祐,今日撤

免蔡鉅猷,下一步便將輪到自己頭上。 他們希望趙恒惕知難而退,保全蔡的地位,同時又不致與趙

破裂。 他們一方面電促蔡退兵,一方面請趙收回裁免蔡職的成命。 謝、吳、宋、魯聯名通電,主張湘

西問題和平解決。􀃊􀁊􀁓此時戰爭雖尚未爆發,但湖南內部的對壘態勢已露端倪。 趙恒惕晚年也承認,
其時湘軍隱分新舊兩派:新派多為保定軍校出身,水平較齊,知識亦較高,如唐生智、賀耀組等;舊派

則分子複雜,有湖南速成學堂、武備學堂、弁目學堂卒業者,有學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吳劍學、魯
滌平、蔡鉅猷、陳嘉祐、謝國光等。􀃊􀁊􀁔趙氏所言,意甚明了———其本人為新派領袖,而譚延闓則為舊派

首領。
對於這場由湘西引發的劇變,身在廣州的譚延闓高度關注。 這在譚氏日記中多有體現:1923

年 5 月 31 日,“與周鼇山、鍾仙莊談湘事,皆以速往為宜,復與(石)醉六談久之,乃知能者周不多

也”;6 月 1 日,“與(石)醉六、宏群(岳森)商湘電事”;6 月 3 日,“談湘事甚久”。 關鍵時刻,各方密

使往返頻密,6 月 17 日,譚見吳某,此人係“魯詠安(魯滌平)所使也”;6 月 25 日,“蕭養晦者來自辰

州,云護芳(陳嘉祐)所使,然無信也”;7 月 4 日,“周鼇山忽來,義形於色,云湘西事發,吾當速歸,
欲即見滄白(楊庶堪),吾婉謝之……岳爺得粟海槎電,僅‘趙令免蔡’四字”。􀃊􀁊􀁕

面對湘局劇變,孫中山、譚延闓等人密集商議應對之策。 1923 年 7 月 8 日,譚延闓至大本營,
將陳嘉祐相關消息報告孫中山,孫、譚“談進行計劃久之”;9 日,“大元帥明當復往,吾計行矣”,“得
蔡(钜猷)電,知決心與湘當局戰,猶恨其遲也。”10 日,譚派要員彙聚譚宅,“皆計行事者,商榷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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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譚至大本營,“見孫先生言湘西事,遂決行事”,午後又“見孫先生,以橫磨劍見畀,足壯行色”;
是日,孫中山發給譚延闓回湘經費十萬元。􀃊􀁊􀁖11 日,“吾將行,而帥令喚商湘事,奏對久之”;15 日,有
人“自湘西來,云事有把握,為之一慰”。􀃊􀁊􀁗

與此同時,1923 年 7 月,湖南內部雙方已開始調兵遣將。 趙恒惕已派第一師賀耀組旅由益陽

進攻淑浦,唐生智旅由常德進攻辰州(沅陵)。 蔡鉅猷的處境已成騎虎之勢,遂宣佈就任孫中山所

任命的湘西第一軍軍長,“擁護元首不易初衷”,並列舉趙恒惕在湖南的種種罪過。􀃊􀁊􀁘蔡分兵三路,由
劉敘彝、田鎮藩、周朝武率領,向常德、安化、新化等方面進攻。􀃊􀁊􀁙蔡、趙戰爭爆發,這也為譚、趙戰爭

拉開了序幕。
湘局瞬息萬變,孫中山、譚延闓力主積極、直接介入。 1923 年 7 月 16 日,孫中山任命譚延闓為

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蔡鉅猷為湖南討賊軍湘西第一軍軍長,陳渠珍為湘西第二軍軍長;謝國光

為湘南第一軍軍長,吳劍學為湘南第二軍軍長;宋鶴庚為湘中第一軍軍長,魯滌平為湘中第二軍軍

長。􀃊􀁊􀁚24 日,譚延闓、楊庶堪、胡漢民一同拜見孫中山,孫曰:“今日當以革命手段挽救國家,一切法理

論皆用不著,即如湘事,事實奉大元帥令,精神奉黨魁命,譬如對滿清宣戰,豈有退轉,應一切不顧不

理,以服從命令達到任務為歸。”次日,譚延闓在石醉六、岳森、張輝瓚等二十餘名部屬陪同下,離粵

赴湘。􀃊􀁊􀁛8 月 7 日,譚延闓抵達衡陽,就任湖南省長兼北伐討賊軍總司令,並組織公署。
譚延闓入湘討伐趙恒惕,導致湘軍分裂更趨明顯。 賀耀組、葉開鑫、唐生智等旅長及所屬十七

個團長發表通電,明確表達反譚擁趙的立場;蔡鉅猷、陳嘉祐、謝國光、吳劍學等人則站在譚延闓陣

營;湖南陸軍第一師師長宋鶴庚、第二師師長魯滌平,內心傾向譚延闓,但因所部擁趙力量強大,只
能暫時保持“中立”姿態。 宋、魯二人此時在湘軍中位高權重,僅次於趙恒惕,他們的“搖擺”姿態,
令譚延闓深以為憾。 8 月 17 日譚記述:“冠軍(吳劍學)來,出宋(鶴庚)、魯(滌平)電,仍以調停為

言”;19 日,“得宋、魯主張和平電”;24 日,岳森“自湘鄉歸,言宋、魯態度備悉,使人太息”。􀃊􀁋􀁒譚、趙
戰爭爆發後,雙方人馬相持於株洲、醴陵一帶。

譚、趙雙方雖劍拔弩張,但並未完全撕破臉皮,和戰交織並行。 此時湘軍將領中主張和平的氣

氛依然濃厚。 宋鶴庚、魯滌平主張議和,避免戰爭。 8 月 23 日,趙恒惕下達總攻擊令,趙軍接連取

勝,譚軍後撤。 就在這時,隸屬魯滌平師葉開鑫旅的團長朱耀華,受張輝瓚、方鼎英等策動,倒向譚

方,9 月 1 日引兵突襲長沙,毫無防備的趙恒惕倉促逃往醴陵,譚、趙戰爭“局面有急轉直下之意

矣”。􀃊􀁋􀁓後趙得直系吳佩孚支持,召集所部於 13 日重新佔領長沙,譚軍退出。 14 日,魯滌平發表通

電,提議雙方停戰和談。 於是,雙方在湘潭姜畲議和。 對於議和,譚延闓感慨道:“停戰空氣既濃,
士官皆有厭兵之意,則此行目的將不達矣。”􀃊􀁋􀁔姜畲和平談判持續一個多月,未果,10 月戰事再起。

此時趙恒惕得到吳佩孚支持,直系軍隊進駐岳州、常德一帶。 在譚、趙之爭中,趙方漸佔優勢,
譚軍退往湘南。 但是,隨著直系軍隊介入湖南內戰,加上其他因素,原先持“中立”態度的魯滌平、
宋鶴庚也轉而加入譚方。 正在此時,陳炯明所部進攻廣州,形勢危急,孫中山急令譚延闓回師援粵。
11 月 13 日,譚延闓率領所部湘軍進入廣東,譚、趙戰爭至此結束,趙恒惕控制了除湘西之外的湖南

大部分地區。 由此,譚延闓所部成為“駐粵湘軍”。
身在廣州的孫中山密切關注湘局變化,起初他與譚延闓函電往返,溝通信息,勉勵譚“猛力毅

進”解決湘局。􀃊􀁋􀁕9 月,孫中山派朱培德所部滇軍赴湘支援,前鋒已抵湘境,後因東江戰事未息,惠州

城尚未攻下,陳炯明所部林虎、洪兆麟部由閩邊移至,以圖解惠州之圍,孫遂不得不再將朱部調至惠

州,並表示待東江問題解決後,各軍“皆可入湘,以定全局”。􀃊􀁋􀁖囿於廣東內部局勢,孫中山對湘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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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僅限於口頭,實際上無能為力,無法給予切實支援,關鍵時刻反而需要湘軍入粵救援。 對於湘

局與南北時局變化,有報紙分析道:譚軍離湘入粵,湖南又陷北軍之手。 就廣東而言,孫軍得譚部援

助,在廣東當有立足之餘地。 然而,就整個西南而言,湖南為北軍所得,不再是中立省份,無法再起

到緩衝南北局勢的作用。 廣東戰事尚無結束之日,隨著湖南為北方所控制,南北勢力直接接觸,難
免發生進一步衝突。 該報感歎:“苦哉吾民,何時始離刀兵之危,而見和平統一之天日乎”。􀃊􀁋􀁗此分析

頗為在理。

三、駐粵湘軍的戰事與處境

譚延闓率軍由湘南退入粵北,部眾達三萬餘人,攜槍一萬五千枝。􀃊􀁋􀁘自此,這支湘軍開始參與廣

東諸多軍事行動。
其一,參與援救廣州。 11 月 17 日,譚延闓抵達韶關,次日趕赴廣州,與楊庶堪、廖仲愷、孫科、

伍朝樞、吳鐵城等人會面,隨後同赴大本營拜見孫中山,“極蒙嘉慰,深說久之”。􀃊􀁋􀁙此前數日,陳炯明

所部林虎、洪兆麟近逼廣州,廣東革命政權岌岌可危,孫中山急令譚延闓率師回援。 譚率部迅速回

粵,待抵達廣州時,局勢已然好轉。 譚部雖未直接參與廣州解圍之戰,但一支數量龐大的湘軍入粵,
頗具威懾力,對改變廣東軍政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其二,投入粵北南雄、始興戰役。 廣州雖已解圍,廣東局勢依然危殆,孫中山不得不倚重這支新

來的湘軍以應對亂局。 此時,北軍方本仁乘東江陳炯明部進攻之機,從贛粵邊境大庾嶺進犯粵北,
佔領南雄,欲進窺始興。 駐防南雄、始興之滇軍節節敗退,粵北重鎮韶關岌岌可危。 11 月 20 日,孫
中山命北江各部隊由譚延闓指揮,督率各部迅速進剿,“務先鞏固邊陲,再進以圖大局,現在北江各

部隊著歸該總司令指揮調遣”。 湘軍入粵後,指揮系統有所調整:譚延闓仍為湘軍總司令,常駐廣

州;宋鶴庚任湘軍總指揮,因其尚在上海,故由魯滌平代理總指揮,實際指揮粵北戰事。 湘軍編為六

個軍,軍長依次為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蔡鉅猷、陳嘉祐,宋鶴庚未到任前,第一軍軍長由

方鼎英代理。􀃊􀁋􀁚

湘軍初至廣東,人地生疏,兵疲糧乏,處境異常艱難。 方鼎英後來憶述:湘軍官兵初入粵境,語
言不通,習俗迥異,又缺糧餉醫藥,加以粵人聚族而居,築有炮樓碉堡,一見湘軍開至,連牲畜物資一

概搬入碉堡,形成堅壁清野之勢。 湘軍倉促南來,不僅無處購食,甚至連問路亦不可得。 軍中時常

斷糧,有時連一餐紅薯也吃不上。􀃊􀁋􀁛不少湘軍將領對入粵後的前途並不樂觀,􀃊􀁌􀁒這自然影響到軍心與

士氣。 在如此艱難狀況下,湘軍能否勝任嚴峻的粵北戰事,頗令譚延闓憂心。 11 月 22 日,譚在日

記中寫道:“湘軍疲困又無補充,今當大敵,殊為惴惴。”但形勢危急,只能投入戰鬥,“以事勢論湘

軍,如不加入,則北江不可問,惟有努力耳”。 24 日,北江湘軍與滇軍在水南會合,26 日在始興以南

連戰皆捷,收復南雄、始興,穩住了粵北局面。 12 月 1 日,譚延闓寫道:“昨早克始興,得槍過千,砲
及機槍各數枝,俘虜五百餘,然敵仍在十里外抗戰,今早電尚未擊退,而子彈已乏,故可慮也。”􀃊􀁌􀁓12

月初,湘軍和滇軍將北軍逐出粵境,12 月 11 日,孫中山下令嘉獎在北江作戰有功之湘、滇軍官兵。􀃊􀁌􀁔

粵局大體得以維持,1924 年 1 月,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 此時廣東駐軍龐雜,除
本土粵軍外,尚有眾多客軍,勢力最大者為楊希閔滇軍,其次為劉震寰桂軍。 三萬多湘軍入粵,深刻

改變了廣東既存的軍政格局,在增強武裝力量的同時,也引發諸多矛盾。 據報載,滇軍以湘軍戰敗

來粵,並無顯赫戰功為由,頗有不服之意,楊希閔曾對人言:“湘軍為中山庶出之愛子,彼不過中山

之私生子。”又有報道稱,孫中山“密調湘軍各將領於廣州以監視滇軍”。 不僅湘軍與滇軍之間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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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土客矛盾亦隨之加劇,“湘、滇兩軍勢力日趨膨脹,已形成反客為主之景象”,引發粵軍高度警

覺,粵籍軍人逐漸聯合以對付外來客軍,由此形成滇、湘、粵軍彼此矛盾重重、互相牽制之局。􀃊􀁌􀁕粵軍

為本地武裝,滇軍入粵已久且勢力強大,因此後至的湘軍處境更為艱難,防區駐地、武器糧草供給等

均成問題,譚延闓曾向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等人“痛言湘軍之困苦”。􀃊􀁌􀁖

其三,進兵東江討伐陳炯明。 國民黨一大後,1924 年 2 月,孫中山決定先肅清東江陳炯明所

部,再出師北伐,命湘軍參與東江討陳行動,擔任左翼進攻任務。 4 月起,湘軍攻克龍門、響水、河源

等地,與滇、桂軍合圍陳炯明老巢惠州。 東江戰事中,由於滇桂軍不配合、軍餉不繼、水土不服、瘟疫

流行等原因,湘軍行動極為困難,傷亡慘重。 6 月 17 日,宋鶴庚來見譚延闓,“談前方情形,軍氣萎

靡,病者過半,日有死亡,惟以和為望,言之可傷”。􀃊􀁌􀁗在如此艱難環境中,湘軍由初到粵時的三萬餘

人、槍一萬五千枝,“後因在東江久戰,死亡極多,槍枝亦有損失,現有眾約二萬餘人,槍一萬二千餘

枝云”。􀃊􀁌􀁘

在傷亡慘重的情況下,湘軍中流傳著四句令人心酸的話:“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藥,死
不得埋”,􀃊􀁌􀁙其生存之艱難可見一斑。 艱難處境也使湘軍內部軍心更加不穩。 6 月 11 日,湘軍內部

有回湘之擬議,部分將士認為,“照現在情形觀察,我軍除回湘外,確無生存之可能”。 湘軍暗中運

動回湘,引起孫中山關切,6 月 23 日他詰問譚延闓,譚許諾打消此議。 進退維艱之際,湘軍第六師

師長王得慶投靠陳炯明,影響惡劣,孫中山遂下通緝令。􀃊􀁌􀁚此次東江戰事延續至 9 月,後因廣州商團

叛亂,湘軍從東江前線回師廣州參與平亂。 東江之戰未達原定目標,未能肅清陳炯明所部。
其四,出兵北伐贛南。 1924 年 9 月,江浙戰爭爆發,為共同討伐直系,同時化解廣東內部矛盾,

孫中山決定出師北伐,命湘、贛、豫軍等參加,並親赴粵北韶關督師。 北伐軍集結部隊大致如下:譚
延闓湘軍(5 個軍 13 個師)13,000 人;樊鍾秀豫軍 1 個軍 5,000 人;贛、陝、晉和閩系將領指揮的閩軍

3,000 人;廣州政府軍政部長、湘軍將領程潛所部 2,000 人;吳鐵城的廣州警衛旅 2,000 人;共計 25,

500 人。􀃊􀁌􀁛10 月 13 日,孫中山訓令各軍編為建國軍,駐粵湘軍編為建國湘軍,總司令為譚延闓,湘軍

第一軍軍長兼湘軍總指揮宋鶴庚,第二軍軍長魯滌平,第三軍軍長謝國光,第四軍軍長吳劍學,第五

軍軍長陳嘉祐。􀃊􀁍􀁒各軍編制與人數如下:第一軍轄 4 個旅,步兵 4,000 人;第二軍轄 3 個旅,步兵約 3,

000 人;第三軍轄 4 個旅,步兵約 2,500 人;第四軍轄 3 個旅,步兵 2,500 人;第五軍轄 2 個旅,步兵 2,

000 人。􀃊􀁍􀁓

按孫中山部署,湘軍進攻江西,但湘軍內部對此意見不一,有人主張進兵湖南。 譚延闓記述:召
集宋鶴庚、陳嘉祐等將領到住處商議計劃,“決計北伐入贛,聞吳八、茀燾皆力主入湘,自云順兵心,
不知兵心思歸乃回家,非打仗,豈可順乎。 不願打仗,留之何益,逃不足怪,吾豈須恃此兵為生活

耶。”􀃊􀁍􀁔可見湘軍內部軍心不穩、人心不齊。
南方軍隊厲兵秣馬,北方政局亦暗流湧動。 10 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形勢突變,隨後馮玉

祥、段祺瑞等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 多方權衡後,孫中山決定北上,行前令胡漢民留守廣州代

行大元帥職權,命譚延闓為建國北伐軍總司令主持軍務,北伐各軍歸其節制調遣。 然而各軍之間頗

難協調,即使湘軍內部,矛盾也不小。 湘軍中地位僅次於譚延闓的宋鶴庚與魯滌平本有嫌隙,此時

又生齟齬。 11 月 8 日譚氏記述:“詠安(魯滌平)來,飯後,熙農(吳劍學)至,正談笑間,阜南(宋鶴

庚)乘醉入,大與詠安鬧意見,積隙已深,倚醉發揮,不必盡為改道異同,然而將帥不和,師行可慮,
為之憂憤。”􀃊􀁍􀁕11 月,譚延闓令湘軍及各軍北伐贛南,起初進展勝利,佔領贛州、吉安等地。 不料湘軍

前敵總指揮宋鶴庚輕敵冒進,12 月下旬陷入敵軍埋伏,湘軍潰敗,損失慘重。 1925 年 1 月 1 日,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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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闓從前線歸來者了解戰況,知悉“此次失敗,罪在湘軍,始則輕敵,繼則兵不用命,遂大崩潰,累及

友軍,壞及國事”。 3 日,參與北伐的滇軍將領朱培德與譚延闓相見,“談戰事甚悉,輕敵居其半,士
不用命居其半”。􀃊􀁍􀁖多方商議後,譚延闓決定放棄贛州,退守粵北。 湘軍離湘征戰,本就軍心不穩,加
之贛南慘敗,在湖南趙恒惕引誘下,宋鶴庚率謝國光、吳劍學部逃回湖南,後被趙恒惕解散,這成為

譚延闓“一生最痛心事”。􀃊􀁍􀁗據蘇俄軍事顧問記述:贛南戰敗後,“撤退到遂川的湘軍發生了嘩變。 士

兵們要求解散隊伍或者將他們送往湖南,聲稱湖南人不適應廣東的氣候,所以他們在那裡非常痛

苦,不能再到廣東去了”。􀃊􀁍􀁘兵敗贛南引發廣東各方聯動,1925 年 1 月 3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湘
軍在江西失敗,東江逆敵,林虎擬出贛,南撲滅湘軍與北伐軍,而促陳逆反攻省城”;6 日,蔣介石又

記:“與汝兄(許崇智)總司令商議時局,北伐湘軍已退出贛州。”􀃊􀁍􀁙兵敗贛南、北伐失敗直接導致湘

軍整頓和改造。
其五,參與平定滇、桂軍之亂。 1925 年 3 月 12 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廣東的楊希閔滇軍和劉

震寰桂軍更加不聽號令,並暗中聯絡滇系唐繼堯,企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 廣東政府決心武力解決

滇桂軍問題。 對此次軍事行動,譚延闓內心頗為矛盾,不僅因為滇軍勢力強大,也因為滇、桂軍與湘

軍同為客軍,若滇、桂軍被鎮壓,湘軍前途如何、將來是否也會遭遇同樣命運,這也是其他駐粵客軍

共有的顧慮。 蘇俄軍事顧問觀察到:在平定滇桂軍前,“口口聲聲忠於政府的湘軍和朱培德將軍,
只有在看到政府確有決心並把大批忠於政府的軍隊調到廣州之後才有可能公開出兵支持政府。 否

則,無論達成任何協議,只要看不到政府有勝利的把握,他們就不會出兵,以免吃敗仗。”後經廖仲

愷與譚延闓及朱培德會談,譚、朱表示支持政府,贊成公開出兵攻打桂軍;但對出兵攻打滇軍,譚、朱
尚有保留,他們動搖不定,是缺乏戰勝滇軍的信心,“譚延闓擔心的是,他正在改編中的軍隊尚不適

於作戰,再者,湘軍中雲南籍軍官太多,難保他們戰爭中不叛變”。 為說服譚延闓,廖仲愷和加侖多

次登門拜訪,反復做思想工作,並向譚許諾:“一俟肅清滇軍,即允許他再組建 3 個團,使湘軍總兵

力達到 12,000 人。”􀃊􀁍􀁚最終,譚延闓同意參與平亂行動。 6 月,湘軍由粵北南下,與從東江回師的東

征軍共同平定滇桂軍叛亂,這是廣東政權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 7 月,廣州國民政府宣告成

立,廣東政權加速軍政統一進程,日漸發展壯大。
值得提及的是,儘管孫中山和廣東革命政府頗為倚重這支湘軍,但對廣東民眾而言,這支湘軍

和其他客軍並無區別,都是孫中山、國民黨及廣東政府引入,由民眾養活並禍亂廣東的。 蘇俄顧問

注意到:廣東“農民以至商人,各階層居民,把對軍隊和軍閥的極端不滿,自然也發洩到政府甚至國

民黨身上。 他們指責政府,為了自己不倒台而把外省籍軍隊引入廣東,引進之後又駕馭不了他們。
政府和政府軍漸漸成了居民的眾矢之的。 政府、軍隊和官吏,在人們的心目中,特別是在農民的心

目中,成了一路貨色。 ‘打倒軍閥’成了響亮的口號,人們聽到這個口號,就聯想到國民黨將領及其

軍隊。”實際上,孫中山、國民黨、廣東政府與這些客軍將領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微妙。 加倫報告

稱:“政府根本不能左右廣東省政局,它的一舉一動都受制於將領們,而後者中的大多數又不同意

黨的政策,有時甚而對政府的舉措公開表示敵意。”􀃊􀁍􀁛

四、改造成為“革命軍隊”

駐粵湘軍是從湖南軍隊中分離出來的武裝力量。 離湘之前,這支軍隊本就來源複雜,派別林

立,官兵矛盾突出,內部問題叢生。 彭德懷,1898 年出生於湖南湘潭,1916 年入湘軍當兵,他晚年憶

述,自己當兵的主要動機是因為家庭貧困,那時“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社會迅速破產,不少自耕農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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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土地和生活依據,投軍閥部隊當炮灰,我也是其中之一”;他還談及湘軍內部矛盾:“我參軍部隊

的番號是湖南陸軍第二師三旅六團一營一連。 師長陳復初,旅長陳嘉祐,團長魯滌平,營長劉鉶,連
長胡子茂”,師長是反對孫中山派,旅長、團長則是擁護孫中山派。 湘軍中尉級軍官、軍士大部分參

加過辛亥革命,另有一部分保定軍官學校二、三期學生,擔任排長和見習官等,“他們受到行伍出身

的軍官的排擠,一些學生軍官被反走了一批。 1917 年旅長陳嘉祐、團長魯滌平暗中支持下級軍官

和士兵反對北洋軍閥的兵變,陳復初被迫下台”。􀃊􀁎􀁒1921 年,趙恒惕控制下的湖南因援鄂戰爭失敗,
向外擴張地盤無望,湘軍內部矛盾又重新尖銳化,表面上是保定系和士官系軍閥聯盟排除行伍

系,􀃊􀁎􀁓實際上是重新分割省內地盤。 1924 年(實際應為 1923 年)秋季,爆發了前者排除後者的武裝

衝突,行伍系的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等部數萬人被迫逃往廣東。􀃊􀁎􀁔

由於湖南內部矛盾激烈,戰事頻發,各方都在擴充人馬以增強自身實力,因此將聚嘯山林的土

匪收編為軍隊是常有之事。 譚延闓曾命陳嘉祐收編土匪。 1917 年譚第二次督湘,任陳為步兵第三

旅旅長,該旅在護法戰爭中失敗,陳僅以身免。 由於自身力量薄弱,譚為擴充實力,命陳招撫湘南綠

林,組建“護字營”。 該營係招收祁陽四明山土匪編組而成,由陳任司令,“護字營成軍後,綠林習氣

一時很難革除,殺人越貨之事,仍有所聞,百姓苦之。”對此,譚責成陳整頓該部。 1921 年譚第三次

督湘,對湖南各部軍隊進行整編,護字營改編為湖南省第六混成旅,仍由陳嘉祐任旅長,移駐湘南之

郴縣。􀃊􀁎􀁕不難想像,如此隊伍構成,湘軍內部問題重重。
這些問題自然延續到駐粵湘軍之中。 1923 年 12 月 7 日,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告知譚延闓,

“湘軍在乳源城及龍歸市大掠”,譚聽聞後“為之慨歎”。 1924 年 2 月 13 日,陳嘉祐等人與譚延闓相

談,“連日為兵鬧事所惱,時時動氣,細思何為如此”;18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致函譚延

闓,說廣州第一區分部被湘軍第五軍(即陳嘉祐部)“強佔駐紮,致礙黨務進行”,請譚令該部擇地遷

出;􀃊􀁎􀁖19 日,“日來為護芳(陳嘉祐)軍隊滋事感痛苦已多,故不能更忍也”,“軍隊不守紀律事則殊切

至”。 3 月 15 日,譚延闓得吳鐵城報告,“拏獲湘軍之收行水者,可惡之至! 復函請其槍斃,此蔣慎

先所為,立名目以魚肉百姓,尤不可恕,明當盡法懲之。”17 日,蔣慎先來陳述此事,譚“以正言斥之,
(蔣)初尚抗辯,繼乃屈服,誰令其召集匪徒以貽煩惱者,不能不自咎也”。 同日,譚得報告,“沙頭逃

兵已歸者二百餘人,則逃卒亦尚二百許,今計謝(國光)軍在北江逃去者,將及千矣,可惜也。”4 月 3

日,譚延闓接魯滌平函,“云前方將有索餉風聲,宜極鎮之”;7 日岳森對譚延闓說,“聞湘軍有拉伕

事,時聞槍聲,為之不怡。 湘軍至粵,百惡並舉,但未拉伕耳,今亦須補足耶。”􀃊􀁎􀁗從上述譚氏日記所

載,顯而易見這是一支問題叢生、不易管束的軍隊,特別是陳嘉祐所部,以致蘇俄顧問都聽聞“(陳
嘉祐)第五軍是雜牌軍,很大一部分人來自土匪”。􀃊􀁎􀁘後來在駐粵湘軍中擔任黨代表的肖勁光,晚年

也憶述:湘軍官佐“大部分是舊軍官學校出身,軍閥習氣較重,拉幫結派,欺壓士兵;士兵中大多數

是家庭破產的農民、工人和流氓無產階級。 他們當兵吃糧,雇傭思想嚴重,又沾染了不少舊軍隊的

惡習。 官欺兵,兵擾民,紀律很差,戰鬥力也較弱”。􀃊􀁎􀁙

如何把這樣的軍隊改造為“革命軍隊”,是擺在孫中山和廣東革命政府面前的迫切任務。 1923

年 12 月 2 日,在歡宴湘、豫、滇、桂、粵諸軍將領席上,孫中山發表演說,講解三民主義,希望各將領

忍耐暫時困難,向三民主義去奮鬥。 他指出:“現在廣東的軍隊,都是各軍佔駐一兩縣,賣煙開賭,
搜括錢財,以飽私囊。 我以為這樣不過是眼前的行動,馬上當要改良的。”他號召各將領振作精神,
明白、信仰主義;並表示要向廣東的軍隊宣傳,“讓這十幾萬兵,都明白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把
這些軍隊“都造成一種革命軍”。􀃊􀁎􀁚1924 年 2 月 12 日,孫中山前往湘軍操場演說軍人要旨,歷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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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 23 日視察湘軍駐地,勉勵官兵努力奮鬥,呼籲湘軍變成以一敵百的革命軍,共同擔負救國救

民之責;當日下午又赴廣州城北江村慰勞湘軍,告誡:“最要者厥為與是地民團及商團等和衷共濟,
共保地方治安,切不可發生誤會。 至討賊救國為軍人之天職,願諸兵士為國努力。”􀃊􀁎􀁛

在沒有軍餉保障,又缺乏組織、紀律等手段配合的情況下,前述簡單的道德說教,效果有限。 在

軍事行動實踐中,對軍隊改造作用更大。 1924 年 4 月至 9 月,湘軍赴東江討伐陳炯明,由於滇桂軍

不配合,加之供給困難、瘟疫流行等原因,湘軍傷亡慘重,並由此造成軍心不穩,不少將士產生回湘

之念。 9 月湘軍調往粵北參與北伐,年底兵敗贛南,不僅傷亡慘重,還導致宋鶴庚、吳劍學、謝國光

等將領帶兵回湘,離開了廣東革命陣營。 對此,蘇俄軍事顧問辯證總結道:這次北伐的正面意義,首
先是再次直觀地使國民黨認識到,試圖通過與某些軍閥合作來反對北方軍閥,利用他們來進行國家

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僅是無益的,有時甚至會威脅國民黨的生存和威望;第二點是湘軍的改組,這次

改組直觀地向湘軍將領們證明,軍隊若缺乏統一領導,只能走向失敗。 湘軍最終認識到這一點,
1925 年 1 月決定將各軍和師整編為 8 個獨立團,2 月著手實施整編。􀃊􀁏􀁒

置之死地而後生,贛南慘敗後,譚延闓採納方鼎英等人建議,決心整頓湘軍,他在粵北韶關成立

“湘軍整理處”,統籌辦理整頓事務。 1925 年 1 月 25 日,譚延闓“開整理處成立會議,魯(滌平)、譚
(道源)、方(鼎英)、戴(岳)、陳(嘉祐)、岳(森)為會員,各痛言整理之必要,主張旅以上官盡裁,但
留團,取三三制,以八十一槍為連,計湘軍可編八團。 設教練處,以將官督任之,以講武堂為改造基

礎。 全體通過,且有喜色,意者湘軍其有豸乎”。 在實際整頓過程中,困難不少,29 日譚發現:“人人

皆欲當團長而無其實力,又不肯編併與人,不亦大可哀乎。”但是,整編改造工作必須推進。 2 月 3

日譚記述:“三師改編三、四、五團,駐南雄,團長成光耀、謝毅伯、廖新甲。 九師改編一、二團,駐始

興馬子坳,團長朱耀華、羅壽頤。 二師改編第六團,駐周田,團長周緯黃。 五軍改編第七團,駐董塘,
團長朱剛偉。 第一、二縱隊改編第八團,駐大橋,團長李韞珩。 補充旅改獨立營,砲兵編五連,另工

兵二連,駐韶州……每團每月薪餉公費馬乾藥費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九元五角。”􀃊􀁏􀁓2 月 11 日,湘軍整

理處正式成立。 譚延闓所部縮編為 8 個步兵團、2 個獨立營、5 個炮兵連、3 個工兵連。􀃊􀁏􀁔

兵敗贛南,湘軍整頓改造,加上孫中山病逝等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也促使譚延闓思想有所變

化。 譚延闓親信石醉六憶述:這時“他(譚延闓)的傷感漸有重視共產派的傾向,並警告我勿為國家

主義的國民黨員”;湘軍將領岳森也函告石醉六說:“廣州諸友自畏公(譚延闓)以次對君,均無何隔

閡”,石醉六“更相信譚必繼承孫先生的精神,以親俄為政治手段罷了”。􀃊􀁏􀁕加倫也觀察到譚延闓的變

化,“他生性沉著穩健,表現雖不特別積極,卻也力求真心領會新的施政方針。 他對各項決議悉表

贊成,從無異議。 身為政治委員會委員,他對政治委員會的一切指示照辦無誤。 差不多每隔一天,
他都要拜見鮑羅庭同志,向他請教辯證法和政治事態的發展規律。 他還主動地悉心聽取政治報告。
令人感到,他願意正確理解和適應中國政治形勢的發展。 顯然,他要真心實意地暫時背棄他信仰的

孔孟之道(對此,他是深有研究的),轉而信奉政治經濟學。”􀃊􀁏􀁖譚延闓這些變化,也有助於把湘軍改

造為“革命軍隊”。
隨著廣東軍政劇變,駐粵湘軍也不斷改編改造。 1925 年 6 月上旬,廣東革命政府平定滇桂軍

叛亂,掃除了軍政統一的障礙。 6 月 15 日譚延闓在日記中記述:“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實行統一

案,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皆發言,余與頌雲(程潛)、益之(朱培德)、嘉倫(加倫)、孫科、
梁鴻楷皆有贊同之演說,嘉倫為精詳,梁最簡略。 復討論改國民軍廢省號,皆以舉手表決,全體一

致。”􀃊􀁏􀁗7 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加速軍政統一進程,旋即組建軍事委員會,委員包括:汪精衛、胡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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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伍朝樞、廖仲愷、朱培德、譚延闓、許崇智、蔣介石,汪精衛為主席,軍事委員會宣佈所屬各軍一律

改為國民革命軍,取消以省別為軍隊的名稱。 在改編國民革命軍的過程中,蘇俄軍事顧問起到了關

鍵作用,為確定每個軍的人數和編制,加倫預先同每個軍進行談判,這項工作從 6 月 16 日開始,到
7 月初尚無最後結果,“每個軍長,每一路軍都討價還價,希望人越多越好,編制越靈活越好”。 但

是,加倫同譚延闓的談判頗為順利,“談判結果,除原有 8 個團以外,再增建 1 個團。 9 個團編為 3

個師,組成 1 個軍,譚延闓任軍長。 今後有了武器,逐步達到編制定員。”􀃊􀁏􀁘

1925 年 8 月,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初步成軍:黨軍改為第一軍,蔣介石任軍長;建國湘軍改為第

二軍,譚延闓任軍長;建國滇軍改為第三軍,朱培德任軍長;建國粵軍改為第四軍,李濟深任軍長;福
軍改為第五軍,李福林任軍長。􀃊􀁏􀁙這樣,駐粵湘軍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人事與編制安排如下:軍
長譚延闓,副軍長魯滌平,參謀長岳森,副黨代表李富春(中共黨員)。 第二軍下轄第 4、5、6 師,第 4

師,師長張輝瓚,黨代表李六如(中共黨員);第 5 師,師長譚道源,黨代表方維夏(中共黨員);第 6

師,師長戴岳,黨代表肖勁光(中共黨員);1926 年春,增設教導師,師長陳嘉祐。 湘軍改編為第二軍

後,譚延闓仍是軍長,但他將更多精力轉到廣東高層黨政事務上,因此,該軍具體事務由副軍長魯滌

平負責。 蘇俄顧問觀察到:“他(譚延闓)在第二軍裡很受尊敬,但由於未受過軍事教育,所以該軍

實際上由他的副手魯滌平將軍指揮,他只負責一些大的事情。”􀃊􀁏􀁚

駐粵湘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後,蘇俄式軍隊政治工作也隨之展開。 以中共黨員為主的

政治工作幹部開始進入湘軍,這深刻改造著這支軍隊。 第二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是政

治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他上任後主要做兩方面工作:第一,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 湘軍改編為第

二軍時,全體官兵集體加入國民黨,軍、師、團、營都設黨部,基層黨部設黨小組,李富春到第二軍工

作後,著手健全各級黨代表制度,組建軍、師兩級政治部,第二軍下轄三個師的黨代表分別由湘籍中

共黨員李六如、方維夏、肖勁光擔任,其中李、方當時已是頗有名望的湖南革命者,肖則是從蘇聯學

習軍事歸國不久的湘籍青年革命者。 第二,第二軍的軍、師兩級都建立共產黨秘密組織,李富春任

書記。 共產黨秘密組織開會,傳達黨的文件和指示,發展新黨員。 北伐前李富春還從地方招收一大

批有志青年,大部分是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充實到第二軍各級政治部門。 政治思想教育是政治工

作的重要內容,在李富春等人看來,對第二軍軍官的教育,突出要解決的是“私人私槍觀念”,他說:
“如果將私人私槍的難關打過,其餘一切改造湘軍的問題,均可迎刃而解”。 經過努力,第二軍改造

工作取得了相當成效,李富春在一份報告中寫道:這支“昔日行軍時,拉伕、籌餉、搶劫、騷擾無所不

為的湘軍現已成為‘頗受民眾歡迎’的革命軍隊”。􀃊􀁏􀁛經過改編改造,第二軍中下級長官中有很多中

共黨員,該軍受共產黨影響很深。􀃊􀁐􀁒

第二軍第六師黨代表肖勁光是湘軍改造工作的重要執行者,他晚年憶述:調入湘軍工作後,首
先抓了這麼幾件事:一是宣傳三民主義,主要講解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道理;二是宣傳孫中山的遺

囑,以灌輸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三是對部隊實行民主政〔改〕造,實行經濟民主,不准

扣兵餉,不准喝兵血,廢除肉刑等封建制度,提高士兵執行紀律的自覺性。 師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和

各級政工人員、共產黨員,經常深入部隊,主要做下級軍官和士兵的教育工作,使他們覺悟、進步,成
為發展革命力量的基礎;對同級官佐主要做團結工作,在團結的基礎上施以革命的影響,爭取他們。
經過教育,大部分下級軍官和士兵了解了自身所處的地位,了解了三民主義、三大政策的主要內容

和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意義,逐漸懂得了為什麼打仗的道理,有了初步的革命要求……當然,“在當

時要想對部隊實行徹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軍閥部隊很講幫派、義氣,動他一兵一卒都行不通。 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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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這些改造,受到士兵的歡迎,上層軍官們感到政治工作有威力,能使士兵積極、努力,聽從指揮,提
高戰鬥力,起到了他們所起不到的作用。 因而也尊重我們的工作,願意與我們合作,整個部隊面貌

有了改變”。􀃊􀁐􀁓

蘇俄顧問非常關注湘軍改造工作。 政治顧問鮑羅廷多次到湘軍發表演說,推進改造工作。 他

指出:“軍隊為什麼要‘政治工作’? 就是要訓練軍隊,去與‘人民合作’,‘政治工作’要使人民了解

去打仗的目的。”􀃊􀁐􀁔軍事顧問加倫更是對此高度關注,認為該軍優點與缺點並存,經歷巨大困難和傷

亡後,經過改造可以逐漸變好。 他寫道:“普遍都說湘軍組織得不好”,譚延闓與該軍將領們的關係

不大好,譚本人不是軍人,他“對哲學和孔夫子比軍隊問題更在行”;湘軍佔據粵北貧瘠地區,物質

條件極其惡劣,儘管有廣東政府支持,軍需供應狀況依然不容樂觀;軍中的衛生狀況令人擔憂,湘軍

不適應炎熱的氣候,患病率很高,駐紮廣東期間約有 8,000 人死亡,(1924 年 9 月)北伐前夕軍中有

近 5,000 人生病;民主主義在湘軍當中十分盛行,士兵與居民關係非常好。 在了解這支湘軍的基本

情況後,加倫表示:“我們發現這支軍隊並不是那樣糟糕,在俄國顧問的幫助之下,它將變得越來越

有戰鬥力。”􀃊􀁐􀁕

不可否認,第二軍確實朝“革命軍隊”的方向演變,但離真正的“革命軍隊”還有相當的差距,仍
是一支具有濃厚湖南地域色彩的武裝力量。 其實,這也是廣東客軍經過改編、改造後的共性。 由朱

培德滇軍改編而來的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雖經以中共黨員為主的大批政治工作人員進駐,整頓了軍

風軍紀,改造成效顯著,但總體上依然是一支雲南地域色彩濃厚的武裝力量。􀃊􀁐􀁖蘇俄軍事顧問也承

認:從表面上看,國民革命軍是一支統一的軍隊,但內部改組工作並未完成,“在由過去的‘盟軍’改
編過來的那些軍中,分裂主義尚未根除(第一軍———黃埔軍除外)。 它們的名稱改變了,但本質上

沒有多大的變化。 湖南籍的軍官想到第二軍中去,雲南籍的軍官想到第三軍中去,廣州籍軍官則想

到第四軍中去。”􀃊􀁐􀁗

結　 語

1924 年 12 月 7 日,加倫在致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的信函中指出:“僅僅依靠工農運動和進

步的商民就想守住並控制廣州,希望渺茫。 軍事力量才是決定廣州命運的基本力量。 廣州的最終

力量可分為兩類:一是外來者,係為追逐官祿;二是來參加國民革命運動者。”據此,他將范石生滇

軍第二師及部分外地友軍歸入前者,將許崇智的粵軍與黃埔(校軍)視為後者,並指出前者掌控了

大部分稅收來源,故武器裝備精良,後者則僅能支配縣、省的次要稅項。􀃊􀁐􀁘加倫此處所言“軍事力量

才是決定廣州命運的基本力量”,雖一針見血地道出了當時廣東革命與戰爭交織格局的核心癥結,
但其將駐粵軍隊簡化為兩類,則未免失之於絕對化。 事實上,不少外來客軍介於二者之間:既屬外

來者,不免有逐祿自存的一面,同時亦投身國民革命運動。 譚延闓及其所部湘軍,即是典型例證。
譚延闓自清末以來,既是湖南政治的代表人物,也是全國立憲派首領之一,他與孫中山並沒有

多少交集和共識。 然而,在民國初年的政局變動中,各方勢力不斷分化重組,譚延闓與孫中山逐漸

接近,1923 年後成為孫的追隨者。 孫中山需要借助譚延闓在湖南的深厚人脈資源與政治基礎,而
譚延闓也需要孫中山這樣的全國革命領袖的引領。 1920 年代上半期,湖南成為南北競逐和軍政紛

爭中的“搖擺”省份,它倒向何方,將直接影響最終結果。 在孫中山支持下,1923 年 7 月譚延闓重返

湖南,與傾向北方的趙恒惕爭奪湘政,雖然未達目的,卻成功將一支三萬餘人的武裝力量帶出湖南,
形成“駐粵湘軍”,為孫中山和廣東革命陣營注入了新的軍事力量,也因此奠定了譚延闓在廣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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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中的崇高地位。
帶著謀生圖存的現實考量,譚延闓率所部湘軍入粵,既深刻改變了廣東軍政格局,也大大改造

著這支湘軍。 一方面,這支部隊深度參與了救援廣州、粵北南雄始興之戰、東征陳炯明、北伐贛南及

平定滇桂軍叛亂等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另一方面,這些軍事行動既深刻改變了廣東既有的軍政結

構,也使湘軍自身在戰爭和革命的實際鬥爭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補給匱乏,軍餉無著,疫
病流行,缺醫少藥,加之戰場失利,傷亡慘重,軍心動搖,逃亡者眾,處境極為艱難。 據統計,“相從

出死入生之湖湘子弟,前後死亡達兩萬人”,􀃊􀁐􀁙從剛入粵時三萬餘人,一兩年後銳減至萬餘人,可見

其生存環境之艱險與鬥爭之殘酷。
置之死地而後生。 在內外交困中,譚延闓決心對湘軍進行整頓和改造。 1924 年底兵敗贛南

後,1925 年初譚延闓成立“湘軍整理處”,著手縮編與改造,初具成效。 同年 6 月,廣東革命政府平

定滇桂軍叛亂;7 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軍政統一進程加速。 在蘇俄顧問統籌安排下,統一整編各

部,取消地域軍隊界限,國民革命軍初步成軍。 譚部湘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 在蘇俄和中

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國民黨中央向這支湘軍派駐以中共黨員為主體的政治幹部,意在將其改造為

“革命軍隊”,成效顯著。 無可諱言,改造後的湘軍與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軍隊”仍有相當距離,其總

體上依然是一支具有濃厚湖南地域色彩的武裝力量。 但不管如何,這支從湖南分離出來的軍事力

量,幾經周折、改編與改造後,最終匯入南方革命陣營,成為 1926 年廣東革命政府北伐的一支重要

軍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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